
清末民初政党组织嬗变的类型学分析

一、清末民初政党发展的历史进程

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政党发展（Party Development）的核心是政党组织的变化，组

织变化又可以简单区分成组织维持和组织创造两大类别。组织维持是指在既有的规则、惯例和制度

的基础上，对组织内部结构、权力关系、运作方式等进行补充、修改和微调，这是一种组织基于不同目

标所进行的功能调整；而组织创造是指发明了前所未有的组织形式，这是一种结构转型或嬗变，是一

种质变。研究政党组织的变化，必须要回溯到政党组织的形成及早期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政党创生

时对政党组织变化有重大影响的“来源”问题。清末民初近代中国政党的创生阶段是史学界的研究

热点，但相比其他学科而言，学者研究方法多重视史料的挖掘和历史事实的叙述，阶级分析方法占据

主导地位，缺乏新理论、新视角的分析。就笔者搜集到的资料显示，还鲜有学者从政党类型学的视角

对清末民初政党组织的嬗变进行整体性分析，本文算是一个较为新颖的尝试。

对于清末民初政党组织创生、演变和衰落消亡的过程，本文不作赘述，仅以表1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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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末民初政党组织嬗变的类型学分析——精英政党

1. 政党类型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精英政党

政党类型学研究是从分类学角度探究政党组织结构转型的一种理论探索，是研究政党组织变化

的一个基本路径，相比西方学术界对此研究成熟和丰富，中国学术界还处在理论引进和消化阶段，运

用相关理论范式对中国政党组织的嬗变进行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都较为缺乏。由法国政党学家迪

韦尔热发明、系统阐述，经由卡兹和梅尔、库勒等人发展的精英政党的分类模式，因具有历史经验的

支撑和抽象的理论概括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已经成为政党类型学研究的经典范式。迪维尔热从

政党起源的角度，把干部党（Cadre Parties）理解为一种与群众性政党（Mass Party）的相对应的政党类

型，政党发展体现为从干部党到群众性政党的转型[4]。干部党是政党发展初期的主流形态，那时有限

制的主要是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制度，不仅使更广大的人口无法参与政治，而且造成政治斗争的内

容相对简单；此时的政党还只是议会内部小规模的政治团体，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党中央和地区党

部，这种早期的政党雏形组织只是在议会内部活动，并没有将伸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政党在全国的

影响力极为有限。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批社会主义政党的诞生改变了政党社会属性的构成和政

党竞争的政治格局，政党的组织形态和活动方式开始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政党组织开始具有明确而

具体的政纲、稳固而分化的组织结构、稳定而庞大的党员队伍和统一而严格的组织纪律。经由社会

主义政党的启发和刺激、传统政党的改造以及新兴政党的模仿，群众性政党成为现代政党的普遍形式。

在迪韦尔热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卡兹和梅尔从政党发展史的角度构建了政党组织发展的“四

阶段”范式：从精英政党（Elite Party）→群众性政党→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或译为全民政党、兼

表1 政党的创生、演变和衰落消亡（1860-1914）
历史时期
1860年前

1861-1895
洋务运动时期
1895-1898
戊戌变法时期
1901-1911
立宪运动时期
革命
派的
转变

1912-1913

1913-1914
1915年后

关于政党的社会认识
否定、排斥

开始留意西方国家的政
党制度
力倡政团在政治生活中
的作用
全面输入与传播西方国
家政党制度
否定、抨击

结社自由和责任内阁制
诱发政党政治的尝试
政治精英鼓吹两党制的
优越性

反对政党活动、武力干涉
政党发展的转向

代表人物
论语：君子不党

郭嵩焘、薛福成

康有为、梁启超

梁启超

朱执信、孙中山、
章太炎
宋教仁、孙中山

梁启超、孙中山、
章士钊

袁世凯
孙中山

政党组织的变化
没有政党组织，只有秘密结社朋党和会党

对政党认识朦胧，影响式微

学会林立

立宪团体大规模成立[1]。
1911年创建中国最早的合法政党宪友会等
革命团体勃兴[2]，没有组党活动

政党林立时代 [3]。1912年 7月，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
国民党，使之从秘密的革命团体转变为现代政党组织
人为设计下政党间大规模分化、合并和重组。国会内
部逐渐形成国民党、进步党两大党对峙，政局试图朝
着两党制方向发展
军事政权实施镇压政党政策，民初两党制筹备夭折
建国政党创建的党国体制成为中国政党发展的基本
模式

1894-1911
革命运动时期
1911年10月
-1912年7月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1]据统计，这一时期立宪团体有51个，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1
年版，第90-95页。

[2]据统计，这一时期革命团体有193 个，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2页。

[3]据统计，期间大概产生了312个类似政党的组织，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专刊1985年版，第31页。

[4]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Methuen,1954 , pp.61-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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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政党等）→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转型的过程[1]。按照卡兹和梅尔的理解，政党组织转型的第一

阶段体现为从精英政党向群众性政党的转型，精英政党一般活动在19世纪，而群众性政党主要活动

于1880-1960年代，1960、70年代后开始朝着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的方向转型。事实上，政党组

织的嬗变或转型并非如卡兹和梅尔所描述的那术，是一种单向的、直线性的演进历程，不同的政党组

织形态可以并存。今天欧美国家精英政党组织依然存在，不过已经不再是迪维尔热所见到的法国第

三、第四共和国时期组织结构不完整、内聚力差和难以表达民众利益的政党，而那些正是迪维尔热提

出的干部党的原型。库勒（Koole）在研究荷兰政党组织的基础上提出“现代干部党”（Modern Cadre
Party，或译为现代精英政党）类型[2]。这种类型的政党组织规模小、固定党员少，这点与迪韦尔热分类

中的干部党类似，但是组织结构完整，普通党员参与程度高，政党制度化水平高、组织能力强，能够有

效实现政党组织选票最大化、获取政权、影响国家政策等基本目标，这点与迪维尔热的干部党又有着

本质性的区别。如果说迪韦尔热所界定的干部党是一种早期发展阶段不成熟的政党组织雏形，可称

为“近代精英政党”，那么库勒所界定的现代精英政党却是一种组织结构完整、制度化水平高、成熟的

政党组织形态。

尽管迪韦尔热、卡兹和梅尔的直线性政党发展观有待调整，但是对于早期的政党组织发展来说，

群众性政党的确是一种比近代精英政党更为现代化和制度化水平更高的组织形式，这也是群众性政

党超过近代精英政党而居支配地位的原因，这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状况，无论是中国还是国

外的政党发展路线，都证明了这一点。借用精英政党这一理论模型，从政党的社会基础和政党的组

织结构两个角度衡量，我们可以判断，清末民初的政党组织类似于一种迪韦尔热所界定的近代的、早

期发展阶段的精英政党类型，是一种政党组织雏形和议会宗派，还没来得及实现向制度化水平更高

的群众性政党的转变，就已经走向衰落消亡。

2. 政党的社会基础

清末民初政党组织的社会基础非常薄弱，这是与当时的国情相适应的。报纸和期刊是当时传播

政党理念及获得民众支持的主要媒介，动员和宣传是政党创建和拓展的主要培育机制，而接受和普

及的基础是大众识字率。据1909年学部的第三次教育统计，当年全国在校学生不过100多万，加上

各省简易识字学塾和私塾的学生，以及原科举制下受过旧学教育的人口，粗通文墨者总数仅约300万
左右，清末人口四亿，说明当时人口的识字率不到百分之一[3]，以此国民程度为基础实行宪政和政党

政治，这也只能是社会精英、先知先觉者的活动。以当时举行的选举为例，清末地方谘议局选举的选

民资格限制是“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这条红线剥夺了绝大多数底层民众的选举权与被

选举权。而1912年年底至1913年年初的国会选举，虽然较之前的谘议局选举有所完善，选民比例进

一步过大，从之前的0.4%扩大到9.88%，选民人口近四千万，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没有选举权的芸芸众

生来说，对于选举和政党依然是非常陌生而疏离的。即使对于有选举权的民众来说，投票率也不高，

在民主思想开化较早、政党、政治团体相对集中的上海，参加投票的人数也只占全部选民的四分之一[4]，

这导致民初政党组织缺乏强大的后备社会力量的支持。

1910年10月3日准国会——中央资政院开院议事后，钦选议员、民选议员因“弹劾军机大臣案”

和“新刑律案”的观点不同，产生了“蓝票党”和“白票党”两个派别，渐有分庭抗礼之势，清季合法政党

[1]Richard S. Katz and Peter Mair.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1995(1).

[2]Ruud Koole. The Vulernability of the Modern Cadre Party in the Netherlands, in R. S.Katz and Mair(eds). How Parties
Organize: Change and Adaption in Party and Organiz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London: Sage, 1994, pp. 298-299.

[3]关晓红：《清末中央教育会述论》，〔北京〕《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

[4]杨德山：《清末民初的非政党思潮述析》，〔北京〕《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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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友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等随之在中央资政院内酝酿生成。尽管这三个政党的成员有差别，

政纲有出入，但政治上都主张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1]，组党的条件

已经基本成熟：有特定的领袖、组织和成员；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和认同符号；从事政治参与的行为[2]。

宪友会在谘议局联合会和请愿同志联合会基础上建立，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政党组织，被称为“在

野之政党”，“国民之政党”[3]，是清季各派民党的结合，并渗有不少革命分子，同时也具有合法地位。

1911年8月，民政部批准宪友会立案。宪政实进会由资政院中反对新刑律的白票党构建，骨干力量是

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顽固派和民选议员中的保守分子，他们与清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4]。作为第

三党角色出场的是辛亥俱乐部，辛亥俱乐部由资政院议员发起组织，成员中钦选议员较多，还有一部

分清廷度支部官员，民选议员较少，被称为“资政院中之官僚党”[5]。

从政党的成员结构来看，清末资政院内成立的政党宪友会等，主要成员多数为当选议员或士绅

官僚，宪政实进会和辛亥俱乐部均有相当一部分钦选议员，宪友会则主要由民选议员组成，而清末议

员大多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士绅阶级或新知识分子群体[6]，这是典型的社会精英群体。与立宪派

同时的革命党，亦多由新知识分子组成，以同盟会为例，其中领导人物大多数为留日学生。到了民

初，这一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民初国会内部成立的共和党、进步党等立宪派组建的政党，主

要是新式知识分子与立宪党人的集合体，而国民党更多是革命党人与旧官僚的集合体[7]。大多数处

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居住在乡村地区，从事农业劳动，政党和政党体制的关键作用

在于为农村的政治动员提供制度化构架，而政党是一种现代化组织，是城市环境所造就的产物，政党

领袖通常出身于中上层阶级，并受过西方教育。但是一个政党如果要想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

为构建政府的稳固基础，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政党和政党体制是弥合城乡差距的

制度化手段[8]。这说明尽管清末民初政治参与的广度有一定程度的拓展，但是由于选举制度的不完

善以及国民文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局限性，同时缺乏真正有效的动员和广泛深入的宣传，使得清末民

初成立的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或政党组织雏形，只是一个依附于国家政权机构的相对封闭的政治群

体，政党组织是在精英的主导下建立的，缺乏民众基础，还只是一种“城市现象”，是一种少数社会精

英的专利品。对于当时传统农业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仍然处于政治上的失语状态。

3. 政党的组织结构

迪维尔热认为：干部党是一种内生政党(Electoral and Parliamentary Origins of Parties）类型，是议会

内逐渐演化而来的政治团体，主要以议会为生存和活动的土壤，而群众性政党是一种外生政党类型

（Extra-Parliamentary Origins of Parties），是在立法机关之外扩充而来的政党组织[9]。迪维尔热把内生

政党等同于干部党，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清末民初的政党组织就带有内生政党和外生政党的双重

特征。一方面，它们都是在议会内部产生、活动的政党组织，属于议会宗派，是政党的雏形组织，如清

末政党——宪友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等，是在议会雏形——中央资政院内部创建的政党组

[1]卞修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平息以后立宪思潮的继续高涨》，《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2]彭怀恩：《从政治发展看中国政党试验》，〔台北〕风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3页。

[3]《中国政党小史》，《时报》1911年6月28日。

[4]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9-323
页。

[5]谢彬：《资政院时代之官僚党》，选自《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

[6]张朋园：《立宪派的“阶级”背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1993年版，第223-296页。

[7]王建华：《夭折的合法反对——民初政党政治研究（1912-1913）》，〔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8]〔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1页。

[9]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Introduction: the Origin of Par⁃
ties.London:Methuen,1954,pp.xxiv-xx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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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而民初的国民党和进步党，也是国会内部活动的小规模的政治团体，都带有一定的内生政党的特

色。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是群众运动——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产物，都带有一定的外生政党的特

点。因此，界定是否是精英政党（或迪韦尔热的干部党），不在于其产生方式是内生性（或内源性）或

外生性（或外源性），外生政党有可能演变成为群众性政党，而内生政党通过组织建设，也有可能发展

成为有广阔社会基础的群众性政党组织。区分精英政党与群众性政党的主要标准，不在于二者产生

的方式是议会内还是议会外，而在于其组织的基本特征。

清末民初政党的组织结构不完整、较为松散，并没有实现有序而持久的组织渗透（Party Penetra⁃
tion）或组织扩张（Party Diffusion），从而建立起强有力的党中央或地方党组织、地区党部。政党规模

小、精英化，党内权力主要集中在政党领导层手中，普通党员基本没有权力，党内资源配置不均衡，具

有高度限制性，党内联系纽带主要依靠私人关系和个人间的网络，党员之间、党员与干部之间缺少整

体性和一致性，这是典型的精英政党的特征。精英政党也可以称为克里斯玛型（Charismatic）政党，即

个人魅力型政党，具有较高威望和社会知名度的政党领袖，更容易组建强大的政党，政党组织的结构

是在精英的主导下建立的，这是一种以个人权威为纽带的政党整合机制，党魁（政党领袖）的个人魅

力、个人权威是政党构建、整合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政党组织的核心。以改组后的国民党为例，占据

党内主导地位的政党精英人物，是一群对领袖孙中山抱有个人信仰的结合体，当时的入党往往是以

与党魁的感情为联络纽带，入党并不意味着对党负责，而是基于人际关系形成的政治力量的联合，这

与其说是一个党证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感情问题，与其说是组织的问题，不如说是对党魁忠诚的问

题[1]。在政党的草创时期，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或多或少都有克里斯玛因素的存在，这甚至成为

政党组织合法权威的重要来源，无此则无新生政党的创建。

清末民初的政治组织纪律涣散，缺乏内聚力似乎是一个共同的特征，内聚力（团结性）是指组织

内部必须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用来衡量组织的制度化水平[2]。清末影响较大的立宪团体和革命团

体，大多具有这个缺陷[3]，由于成立时间较晚、缺乏足够的参政经验，清末民初的大多数政治组织还没

有学会如何有效动员民众，并秉持理性妥协的精神参与政治活动。以清末的谘议局联合会和请愿代

表团为例，它们缺乏常设的机构和领导人员，很难称其为政治性结社，只能算作一个松散的立宪派人

士的联合体；清末随着资政院开院所成立的合法政党宪友会等，也不过是以资政院议员和立宪派人

士为中心的联合体，同样不具备成熟政党的形态，这种松散状态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4]。清末革命团

体内部则是纷争不断，同盟会不过是各种革命力量聚合而成的松散联盟，内部成员纷杂，不仅思想认

识上多有分歧，而且在具体组织工作方面也常陷入分裂的境地。“同盟会组织很涣散，一盘散沙”[5]，同盟

会的组织结构非常不成熟[6]，与其说是政党还不如说更像秘密会社[7]，而且是一个组织松散的秘密会社。

从严格意义上讲，同盟会并不是政党。从组织认同角度来看，组建任何类型政党组织的前提，必

须是意识到自身是作为一种政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对组织本身有着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有较为

明确和清晰的政治理念，并透过传播媒介宣传政治思想，为实现组织目标付诸行动等。辛亥革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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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绍敏：《清末立宪与国家建设的困境》，〔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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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团体对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并不认同，持坚决否定、猛烈抨击的态度，如朱执信、孙中山、章太炎

等人对政党的抨击等。这是因为政党政治是间接民主制的产物，政党充当的是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中

介者的角色，而革命党人所谓的“民权”是直接民主制，无需这种中介组织的存在。革命派的组党活

动虽然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发展成熟，但是革命党人所创建的一些革命团体如同盟会等已经具备了成

立政党的一些组织条件和人员储备，如革命的领导精英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对革命的策略、行动及目

的，具备一定的政治认知；组织政治团体的方式参与政治；动员社会各阶层人士参与；通过传播媒介

宣传政治思想等。辛亥革命后，为了在第一次的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议席，以便获得多数党组阁的

权力，1912年7月同盟会的实际负责人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此时同盟会的性质从一个比较松

散的革命团体联盟，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从事合法政治活动的公开政党[1]。

同盟会能变为政党后，其实力与影响力孱弱的局面并没有改观，既没有形成有力的领导核心，也

未提出系统的政治斗争策略，涣散依然如故。改组后的国民党其组织的内聚力差依然十分明显，历

次所颁党章虽然不乏对各级党部建制与运作的规定，但涣散与无序是基层组织的普遍写照，民初国

民党不仅上层“鱼龙杂处，真伪不分”，基层党部更是凌乱无序，一般没有固定的组织生活，也不受什

么组织纪律的限制，缺乏纪律严明的组织链接。民初国民党实际上只是国民党旗帜下政治精英的集

合体，就政党组织本身而言，制度建设散乱无序[2]。除了个别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外，绝大部分普通

党员对于政党政治的认知往往只是一鳞半爪，只知一些名词而不明其真正含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成

为政党政治成功实践的内在阻力。民初政党之间的意气之争也损害了民众对政党的角色认同以及

政党组织本身的内聚力。由此可见，清末民初的政事性结社、政党组织的制度化水平低下是毋庸置

疑的事实，这种不成熟形态反映出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阶段政治结社的基本特征。

三、政党发展的中断：民初两党制是一种“人造”的设计安排

政党组织的变化和政党制度的形成、演变密不可分，不同的党际关系形成不同的政党制度，主要

有竞争性或非竞争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党制度。民初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两党制的尝试与实

验，并不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或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改变所致，也不是随着选举权的扩大、政党组织

能力的增强以及政党间的良性竞争而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设计安排的结

果。民初政治精英们对两党制存在一定的误读[3]，当时的政治精英普遍认为两党制优于多党制，有利

于政治稳定。梁启超认为，英美之政，所以独秀于世界者，是因为两党制的政党体制，必须合诸小党，

使两党对峙若英美[4]。章士钊提出“毁党造党”说：“将国中所有党派悉举而破坏之，然后举全国之聪

明才力，在理想之政见商榷会中，就正负两面之政策立为两党”[5]。孙中山认为：“一国政党之兴，只宜

两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6]章士钊强调：“凡国家之能获政党之福者，必其国内有两大党，而亦仅有

两大党”[7]。记者黄远庸提出了构建两党的“铸党”论：以强大的舆论作为后援，将现有的政党、政派按

其政治主张或政治倾向进行分类，然后“熔合”，“造就”出大而新的两大政党[8]。

从这些精英们改造政党的思路中可以看出，政治精英们所说的“两党制”实则是指一国仅有两个

[1]尚明轩：《孙中山与民初国民党》，〔北京〕《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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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因此政党间的合并、重组是在有声望的政治精英的指导下，进行人为的安排。1912年7月，宋教

仁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产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共同组成国民党。1913年5月29日，在梁

启超的积极活动和袁世凯的金钱支持下，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整合为进步党宣告成立，目的在于

抗衡国民党。这种“人造的”两党制自然与英美等国自然演变形成的两党制截然不同，欧美等国家的

两党制也不是仅有两个政党，而是存在多个小党，只是小党很难获得大选胜利而已，两党制实则是两

党独大，共同执政。从一定意义上讲，两党制或多党制是由于实施不同的选举制度（或曰计票制度）

所致，即政治学上的迪维尔热定律，多数代表制（Majoritarian Representation）倾向于导致两党制，比例

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倾向于导致多党制[1]。多数代表制是指选区内获得选票多（相对

多数或绝对多数）的候选人当选或赢得全部议席的选举制度，比例代表制是根据政党在选举中所得

选票比例来分配议会议席的一种选举制度。正是因为缺乏选举制度等相应配套条件的支撑，似乎从

一开始民初政党政治的尝试就已经注定其失败的命运，政党制度的稳固成熟并非简单的人为构建所

能实现。

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言之，习得政党制度这种完全崭新的游戏规则和政治运作方式，是一个不

断学习、训练、磨合和调整的过程，非一朝一夕之功。政党制度的发展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宗派期、

极化期、扩展期和制度化阶段(Factionalism, Polarization, Expans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2]。宗派期是

政党发展的第一阶段，此时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水平都很低，议会宗派是现代化早期阶段的雏

形政党，尚未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政治组织。从派别政治到政党政治的转变和政党间日益增长的竞

争，主要是与参政权的不断扩大密切相连的，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参政权的扩展为政党的制度化奠定

基础，形成一种有效的、稳定的、强大的政党体制就成为政党发展的最后目标。民初政党在实施运行

中存在很多不足：“党派林立，党争不休，原则模糊，独立依附，惟利是趋，本性使然，党中见党，派复有

派，分和无常，脱党跨党，进出自由，党德败坏，因人而党，主义无别，政见雷同”等等[3]。不过这并不是

有的学者所言的一种畸形的、病态的发展，这只不过是政党发展初级阶段的正常表现。如果按照亨

廷顿的划分，民初的两党制充其量只是徘徊在政党发展的前两个阶段：宗派期和极化期，既没有经历

扩展期的洗礼，也没有进入制度化阶段。发达国家普遍经过一二百年时间才逐渐完成政党制度的建

立成型和成熟稳固，清末民初即使从1895年学会林立算起，政治组织、政治结社能力的培养不过短短

十几年，从1911年组党到1914年初政党政治失败，也只有三、四年，这么短的时间内吃下这副“进口”

猛药，必然出现水土不服与制度缺陷等问题。

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最直接的重创来自于军事政权实施镇压政策。对政党的普

遍怀疑存在于许多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里，扼杀和压制政党的政策颇为盛行，在一个传统国家，

军人独裁往往在政党削弱或分裂之后粉墨登场，宣布政党为非法[4]。1913年初，国会大选胜利的多数

党国民党还没来得及组阁，实际上的政党领袖宋教仁在准备出任内阁总理前就被刺杀；1913-1914年
北洋军阀集团上演持续一年之久的党祸惨剧，使得举国上下闻党色变；1914年年初政党在中国的政

治生活中暂时消失，原有政党纷纷解散，残存的政党只能以会、系为名，两党制还没来得及试水，就已

经夭折。从制度主义的视角言之，从制度转型到制度巩固，至少要以政权和平转移交接两次为最基

本要件，即所谓的“两次轮替检定说”(two-turn-over test)[1]。按此标准，首次大选获胜的国民党并没有

[1]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1954,
pp.2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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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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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组阁获得行政权，更没有在政党间实现两次以上的政权和平交接，民初的两党制始终只能处于

筹备阶段、准备阶段，这种竞争性的政党轮替制度还没来得及建立成型，更谈不上发展稳固，就已经

被扼杀在襁褓中，这是一个在中国没有完整实践过的制度。

四、政党发展的转向：从竞争性政党制度转向非竞争性政党制度

政党发展视野下清末民初政党政治实验的夭折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说是政党发展过程的中断。

政党发展并非是一个直线性变迁的单向进程，而是一个有挫折、有中断、有转向的复杂历程，这更凸

显了政党发展的整体脉络和丰富意蕴。政党组织必须不断提高其制度化水平和政党能力，保持弹性

的适应性机制，否则会走向衰落消亡。民初精英政党的衰落消亡，与其说是因为军事政权的力量太

强大，还不如说是由于这种政党雏形组织的力量太薄弱所致，这种软弱的、制度化水平低的政党组织

无法成为新的政治权威的来源。民初政党政治失败后，中国政局走向军阀割据，当军阀集团也无力

提供政治秩序时，建国政党成为提供政治稳定的最强大的制度发明，实现稳定的先决条件至少得有

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党，清政府覆亡后政治权威的真空需要填补，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成为最佳的替

代品。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学习苏俄经验，改组国民党，逐渐形成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

党国合一的明确思想。政党成为国家特殊的支配性的组织和力量，把政党的组织、制度和价值输入

国家，从而决定国家的命脉、形构、方向、进程和特征，这样一种融政党于国家并与国家权力高度结合

的政治形态，通常被称为“党国体制（Party State）”[2]。建国政党所创建的党国体制，一种非竞争性的政

党制度，成为之后中国政党发展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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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Reflections on Party Typologies in Moder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ite Parties

Cen Shuhai
Abstract: The type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have witnessed a qualitative shift from monarchical fac⁃

tions, secret societies to political parties at the late Q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Those earli⁃
est-invented political parties are accurately parliamentary factions and embryonic forms of parties, i.e. Elite
Parties in terms of party typology. Due to the anti-party policies, weak social foundations and a lack of insti⁃
tutionalization, they all had already declined and failed before they would have reinforced their party
strengths and transformed to mass parties. Technically speaking, two party systems had never been tried in
China then, which indicates the delay of party development. Party state initiated by revolutionary parties, al⁃
so a sort of Mass Party, has become the basic model for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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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